
儒家历史哲学谈要（王达三）

王达三 

按：达三参与“青年儒学论坛”已年半有余，适逢坛友议定结集出版参与者之文章合

集，且命以问答体为式，乃将近期所思考儒家历史哲学之心得，略加整理写定，质以

诸君子，或有讨论，可发信wzhongren@163.com.  

甲、顺着讲：走出中西比较视阈 

问：谈到哲学或历史哲学，就难免进入中西比较视阈。讨论儒家历史哲学，会不会亦遇到此

一问题？ 

答：何止是会遇到此一问题，毋宁说是走入一困境。讨论者之场景和语境，乃是历史地给

定，故讨论儒家历史哲学，在西学占据话语霸权之今天，不得不进入中西比较之视阈，或进

入此一困境。关键是如何走出此一困境。 

问：如何走出此一困境？ 

答：“先立乎其大”以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不放弃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之基本义理

和根本精神，勿得以西律中，勿得以西学范围和改造中学。 

问：如何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答：于中国文化，国人“自己讲”和“讲自己”，斯为创发，斯为上；“照着讲”和“接着

讲”，斯为固守，斯为中；“比着讲”和“跟着讲”，斯为歧出，斯为下。“比着讲”和

“跟着讲”，即比照和跟从西洋文化，来割裂和肢解中国文化，斯为忘本，斯为迷途，故斯

为下。盖文化本是一生命、一气质，一精神，本是内在于其固有之历史和传统，本是内在于

其族群之生命生存生活，是通盘的、全体的、系统的一意义世界和信仰支撑。生命不可打烂

再更新，气质不可模仿以效颦，精神不可割断割裂而成失忆症和分裂症。 

问：如何“自己讲”和“讲自己”与“照着讲”与“接着讲”？ 

答：斯两者于今世，皆为一高标和预期，能之者鲜有人矣！虽然如此，其要者，当为“顺着

讲”。“顺着讲”之前提，除却勿得以西律中外，更要勿得“以今律古”，勿得“以今臆

古”，勿得“以今非古”，盖须给历史和古人以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和钱宾四先

生所言之“温情与敬意”，章实斋之“临文主敬、论古必恕”，斯之谓也。“顺着讲”之方

法，先追本溯源，以世论事、因时取义，孟子之“知人论世”，斯之谓也；后正本清源，鉴

别是非、通达大体，孔子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斯之谓也；再培本固源，因应时势、创

造转化，孟子之“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斯之谓也。“顺着讲”之目的，期于达至中

国历史文化之本真、之承继、之创新，孔子之“吾道一以贯之”，斯之谓也。斯文不坠、斯

脉不断而能薪火相传、绵延久远者，非由此法，不得成就。当今之世，非只需大开大阖之人



也，亦特需固守儒家基本义理和根本精神者也，子贡之“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斯

之谓也。 

问：可否试举一例以明之？ 

答：其例甚多。古之儒家，不反对纳妾，今人以“三妻四妾”而非之，然吾以今人之非为

非。何也？盖古之乱事纷纷，男子多毙于天灾人祸。长平一战，秦人坑杀赵之降卒四十万；

安阳一战，项羽坑杀秦之降卒二十万。“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

中所毙之人，岂非多男子乎？依此算之，战国之世，乃至古之社会，男少女多，男女失调，

男子取妻而又纳妾，非无故也。《孟子》书中必于坟冢处“餍酒肉而后反”之“良人”尚有

一妾，此其证也。然当今之世，类之升平，又男多女少，则不应有“三妻四妾”之事。有

之，则目为淫乱可也。又者，古之儒家，力主“万恶淫为首”，今人多非之，以为不通人

情，然吾亦以今人之非为非。何也？其一，古之社会，为一狭小地理单元之“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语），淫乱而生子，东家之婴貌似西家之父，此必将引起社会秩序之震荡矣；

其二，古之社会，节育工具不备，淫乱而生子又极其易矣；其三，古之社会，流动性小，其

男子多有匹配，其本能之需求，多于家庭内部即可解决，非有大欲，无须他顾。（此例本陈

明先生而达三润色之）当今之世，开放性、流动性极强，节育工具大备，且“陌生人社会”

（达三反费孝通先生之意而用之），其道德自律与他律，皆大松弛，又旷男怨女多，故扭转

乾坤，而以“万恶淫为首”为非。纵然如此，吾亦是将淫乱视为不道德。盖男女事，责任与

义务为其要也。类此之例，即是还原历史场景之解释。知其场景，明其流变，自不会苛察古

人矣。 

问：可否就历史哲学相关领域而说明此一问题？ 

答：“历史哲学”一词由法人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之《风俗论》一书所首创，然西洋学者多

以意人维科于1725年出版之《新科学》为“历史哲学”之奠基，称其为“历史哲学世俗化之

起点”。故“历史哲学”一词及其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洋亦为晚出。然直谓其前无“历史哲

学”则不可，盖只是其前人未将“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关照而已。故西洋人讲

述“历史哲学”，亦往往追述至古希腊，更认为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蕴涵有丰富之历史哲

学。英人罗素讲奥古斯丁之哲学，即专列其《上帝之城》一书中所展示之历史哲学。 

问：既谓晚出，又绍前哲，是否为一矛盾？ 

答：此一矛盾，部分源自其关照之对象有所不同，亦部分源其自对“历史哲学”之界定有所

不同。 

问：其关照对象有何不同？ 

答：普通人心目中之“历史”，大凡含有“事实→史迹→史实→作者→史书→史料→史学”

序列中之一二部分。然西洋“历史哲学”所关照之“历史”，大体含两义，即历史事实和历

史著述。英人沃尔什即依据“历史”一词兼含之“本然义”(what happened，即历史事实)

与“认知义”(what is written about it，即历史著述)，借用西洋哲学由本体论到认识论

转型之用语“思辨”和“分析”两词，把注重“本然义”之“历史哲学”称为“思辨的历史

哲学”，把注重“认知义”之“历史哲学”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亦可称“本体论

的历史哲学”，其要在于回答历史之规律和法则为何，其代表人物有德人黑格尔（《历史哲



学》）、德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后者亦可称“认识论的历史哲学”，其要在

于回答历史之知识和性质为何，其代表人物有意人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

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等。自20世纪始，西洋“历史哲学”又有一“语言学转

向”，即强调叙述“历史”之语言，不仅仅是“外在”之形式或反映“实在”之媒介，而是

其本身就具有某种“实在性”，具有真实之“意义”，甚至认为即是“事物”或“实在”之

本身。吾人可称之为“语言学的历史哲学”，其代表人物有美国人怀特海（《元史学：十九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等人。 

问：其对“历史哲学”之界定有何不同？  

答：其关照对象之不同，乃有其“历史哲学”界定之不同。黑格尔谓“历史哲学”乃是对历

史之“思想”考察。然黑氏之“思想”乃是其“理性”，即其“绝对观念”或“世界精神”

或“自由意识”。“理性”者，“宇宙之实体”或“世界之本原”也。以“理性”考察历

史，把历史目为“理性”之自我展开，唯此方为“历史哲学”。否则，既非“历史哲学”，

乃至“无历史”。柯林武德则以为“历史哲学”非讯问历史之何以展开者，而是探究历史学

家何以确定和评判历史，即探究历史著述、历史知识之何以可能者。 

问：西洋人对历史哲学之理解与儒家历史哲学有何关碍？ 

答：其要在于以西洋历史哲学之传统和流派视吾华族，则吾并无历史哲学。例如，在黑氏看

来，中国正是一没有其意义上“理性”之国度和民族，故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

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  

问：此种论定，是否属于武断？ 

答：何止武断？乃为误解、不解和曲解。西人“以西律中”尚可，不得怪乎其与中国历史文

化之隔膜，然可悲者乃是近之国人依傍西洋历史哲学，从而“以西律中”，且为“以今律

古”。余英时尝谓：“我们的史学尽管发达，而历史哲学的园地却十分荒芜。严格地说，我

们缺乏玄想的历史哲学，西汉公羊派的历史观，也和西洋式的玄想不同。”此种论定，实是

有以刀叉为餐具而不以筷子为餐具之嫌，故皆不能于中国历史哲学为追根溯源之梳理、正本

清源之论衡、培本固源之增益。 

问：“以西律中”、“以今律古”，重构吾古人之“历史哲学”有何不可？ 

答：重构自是无有不可。然须知，此种重构之“历史哲学”：其一，非古人之“历史哲学”

矣，乃今人之“历史哲学”矣；其二，非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之真实和亲切诠解矣，

非有助于中国文化之延续与增益矣；其三，偏离儒家历史哲学之真谛而误入歧途，是为歧出

矣。 

问：其歧出之表现如何？ 

答：其表现有四：其一为“食洋不化”，唯以翻译引介西洋历史哲学为能事，斯目为无根之

学术可也；其二为“以西律中”，套用西洋历史哲学之范畴和模式来割裂肢解中国之历史，

如李大钊之《史学要论》、剪伯赞之《历史哲学教程》，斯目为激荡之破坏可也；其三为

“不中不西”，建一截断众流之历史哲学体系，如朱谦之先生之《历史哲学》、胡秋原先生

之《历史哲学概论》，然其旨意虽宏大，其要则与中国历史之本真少有关碍矣；其四为“回



应挑战”，被动因应西洋历史哲学之问题意识，如牟宗三先生之《历史哲学》、贺麟先生之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 

问：牟、贺二先生非属于当代新儒家欤？ 

答：以用心和情怀、固守与努力言，二先生自当属于圣门中人，一代大儒。然彼二人之部分

问题意识，乃据西洋历史哲学之挑战，倒啖甘蔗而逆溯儒家历史哲学，非“顺着讲”矣。以

牟先生为例，其旨在于回答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历史哲学之判定，意在推翻其“东方文明一

人自由论”、“东方文明幼稚孩童论”等结论，主中国古代之“客观精神”或“自由精神”

多有内容之表现而无形式之规制，其进者则须将其“内容之表现”由“外在之形式”，即民

主与科学，予以规定。此等意旨，恐非往圣先贤所有矣。且民主与科学，果为定海之神针

欤？  

问：探究儒家历史哲学，如何走出“以西律中”、“以今律古”之困境而别开生面、自成一

统？ 

答：“顺着讲”儒家历史哲学，给予其追根溯源之梳理、正本清源之论衡、培本固源之增

益。 

乙、史义：儒家之历史哲学 

问：如何“顺着讲”儒家历史哲学？ 

答：钱穆先生治史，首明“中国民族本为一历史的民族”，盖吾国非但历史久远绵延、历史

记载连贯、历史典籍丰富，且吾族亦原是一有坚定历史信仰和深厚历史意识之民族，历史思

维和历史精神博大精深。“历史哲学”固非我学术源流中所有之名词与学科，然考其实，则

不得谓吾无有历史哲学之传统。故借用西洋“历史哲学”之名，而还中国历史哲学之实，是

“顺着讲”中国历史哲学之首义。“西具盛中酒”、“新瓶装陈酿”，其名约定俗成，亦无

不可。 

问：中国历史哲学如何界定？  

答：吾谓吾国近世有一历史哲学大师，国族柳诒徵先生是也（钱穆、张荫麟、柳诒徵、陈登

原、王国维、陈寅恪，吾谓之近世中国史学之六大国族）。柳先生谓：“治史之识，非第欲

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

国古亦无此名，而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柳先生首明历史哲学之实本我所有，故梳爬

经史子集而成《国史要义》，直追实斋之《文史通义》，国人谓二氏之作为中国两部系统之

历史哲学著述。贺麟先生又谓：“何谓历史哲学？太史公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对于历史哲学的性质与任务最好的诠释。简言之，历史哲学即是要

在历史上去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究历史之理，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

长、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遍性的教

训、鉴戒或原则。”此贺麟先生对历史哲学之理解也。 

问：贺麟先生对历史哲学之理解，是否可以为法式？ 

答：贺麟先生之理解，虽无不妥，然有冗滞。故吾欲上推孔孟，明儒家历史哲学之定义。吾



国之人有西洋历史哲学对历史之两分法，已久之矣。刘知几即谓：“物有衡准，而鉴无定

识。”钱穆先生亦谓：“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冯友

兰先生又谓：历史往往有两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一是指事情之纪述”，故“所谓

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家对于此活动之纪述”。历史之此两

义，即分别为西洋“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所关照之对象。然由孔孟处

始，吾国古人对历史之三分法，更为久远而得大体。 

问：何谓历史之三分法？ 

答：业师张立文先生曰：“和合学对历史的理解有：一是历史人物、事件本身，如考古发现

的实物等；二是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录、描述，如实录、二十四史等；三是历史人物、事件

的诠释，如柳宗元的《封建论》、王夫之的《秦始皇》及史学著述等。这里的第二点是把实

存的历史转化为文字形态存在的历史；第三点是把实存的、文字存在的历史转化为观念存在

的历史。”业师所言第一点即为历史之事实（史事），第二点即为历史之记述（史文），第

三点即为研究和反思史事与史文之观念，即史义。柳诒徵先生曰：“史之三要素，曰事，曰

文，曰义。”史事、史文、史义，即历史之三分法也。 

问：为何说历史之三分法源自孔孟处？ 

答：万斯同谓：“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盖实录之史书，非有深切大义之蕴涵与

刚勇道义之担当。而孔子修作《春秋》则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即意在通过对已有史书之“笔则笔，削则削”，而将己之理念与诉求寓于历史事实之

新撰。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

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

矣。’”“其事则齐桓、晋文”者，史事也；“其文则史”者，史文也；“其义则丘窃取之

矣”者，史义也。故吾谓历史之三分法发凡于孔孟处。 

问：孔孟对历史之三分法与儒家历史哲学有何联系？ 

答：孔子以鲁之《春秋》为范本，“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故“《春秋》以道

义”。此一“义”者，即孔子关照和论定史事之史义。《中庸》云：“义者，宜也。”《尔

雅》云：“宜，事也。”“义”本训为“宜”，又引申为适宜之事理。故“义”可看作合乎

事之宜的道理和行为。一事有一事之“义”，一类事有一类事之“义”，故“义”有种种。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曰：“贵贵尊贤，其义一也。”荀子

曰：“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孔孟荀于不同史事中所发现之一以贯之之“义”，即其史义

之一种，是为“别名”之史义。去其“别”而取其同，用一范畴而概述之，则为“共名”之

史义，即历史哲学。实斋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又谓：“譬

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实斋此处所言之史义，即“共名”之史

义，即历史哲学。儒家之史义，即儒家之历史哲学。此点唐君毅先生尝予以点明，而吾欲给

予其以系统之发掘与阐述。 

问：由此儒家历史哲学之内涵明焉，然则其外延者何？ 

答：史义为历史之大体、之规律、之法则而昭示于人者，是实斋所谓“万事万物之所以然，

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故史义寓于客观之历史而赖乎人之发明。此一发明，又端赖乎人



之有主观的、先入的见解。此种见解，是诉求和理想，是用心和情怀，是作之者心目中历史

之所应然，而非必为历史之本然。船山尝因八股之法而代圣人立言曰：“孔子曰：‘吾之于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有大义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于一者也；有精义焉，严人道之

存亡而辨于微者也。则丘也审之于心，揆之于理，窃取古之帝王所以肇修人纪者，而深切著

明以示天下焉。’”船山谓孔子之史义，有“大义”，有“精义”。吾换而言之，曰儒家之

历史哲学，亦含此两义，即历史之“大义”与历史之“精义”。 

问：历史之“大义”与历史之“精义”有何区别？ 

答：船山又谓：“夫义，有天下之大义焉，有吾心之精义焉。”历史之大体、之规律、之法

则而昭示于人者，或历史之所以然者，是史义之一种，或狭义之史义，即船山之“大义”。

历史之所应然，即是船山所言“吾心之精义”，是人之主观的、先入的价值预设而寓于历史

之中者。 

问：能否进一步解说历史之“精义”？ 

答：船山之历史“精义”，在实斋处即为“史意”。实斋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曰：

“作史贵知其意。”实斋之“史意”，即能使人“独断于一心”之主观见解。实斋曰：“以

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

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

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唯有“史意”或“精义”，才能使人

对历史“独断于一心”，得历史之真精神，或为历史灌入一真精神，通达历史之本原和大

体。故“史意”者，亦历史哲学也。余英时尝谓：“章氏所谓‘史意’细按之则正是西方批

评派的历史哲学。”然余氏此一论断，使“史意”或“精义”之范围缩小，且断非西洋批评

（分析）派之历史哲学所可比拟，故为吾所不取。 

问：儒家之“史义”，即你所理解之儒家历史哲学？ 

答：中国学术源流中之“史义”，即为“共名”之“历史哲学”。“史义”又含二义：一为

历史之大体、之规律、之法则，是客观的、必然的历史精神，即船山之“大义”或实斋之

“所以然”；一为作之者心目中之历史观点和历史主张，是先入的、主观的历史观念，即船

山之“精义”或实斋之“史意”。此两种意义上之“历史哲学”，即为吾所取之法式。然二

者非有截然之分殊，盖其间既有区别亦有联系，前者是历史之法则昭示于人而为人所体认

者，后者为人之价值观念寓于历史中而为人所固守者，要之皆与人之主体性相关联。王充

曰：“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

中。”其斯之谓也。（详见拙文《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问：中国历史哲学和儒家历史哲学可有分殊？ 

答：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儒家历史哲学大体可目为中国之历史哲学，或可谓中国历史

哲学之主体、主流、主导。盖儒家特重历史，故其历史哲学精湛博大。儒家之经书，皆史书

也，而能序定人伦，阐发幽微，推明历史，点化古今，通达一体，无不史义精道。此者，叶

适、阳明、实斋、定庵，皆以“（五）六经皆史”而明之矣。而中国其他学派，则否。盖道



家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倾向，法家有历史实用主义之倾向，墨家有历史功利主义之倾向，皆不

能推本历史之大源，亦不能引导和规制中国历史之发展。余此，则更不足观道矣。 

丙、天地人：历史何以可能 

问：讲儒家历史哲学，应首先从何谈起？ 

答：历史先于儒学，非儒学先于历史。牟宗三先生之《历史哲学》，首明“历史哲学”何以

可能。盖其受康德、黑格尔影响颇深，故形上思考居多。而吾以为，儒家历史哲学之第一要

义，非应首明儒家历史哲学何以可能，而应首明历史何以可能？盖历史何以可能，是历史哲

学何以可能之前提。 

问：如此，则历史何以可能？ 

答：其要有三，曰时间，曰空间，曰人。万事万物皆有其史，然吾人所言之历史，人之历史

耳。人之历史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因人于时空中穿梭行事。彼时人之行事，是为事实；此

时人之记忆，是为史实。由人之事实到人之史实，连续成一体，即为历史。时空人三者缺一

则不能构成历史。于儒家处，时空人，即为“天地人”。 

问：如何理解儒家之“天地人”？ 

答：首先须知，此处之“天地人”，是历史哲学意义上之“天地人”，不干宇宙论、本体

论、道德论、心性论意义上之“天地人”。其次须知，此处之“天地人”，有“三重界定”

和“两重转换”。 

问：何谓“三重界定”和“两重转换”？ 

答：“三重界定”，即“天地人”皆有自然义、社会义、历史义三义，三者缺一则不得构成

历史；“两重转换”，即须首先将“天地人”之“自然义”转换为“社会义”，再将其“社

会义”转换为“历史义”，非经此两步转换，亦不能完成历史。 

问：何谓“天地人”之“自然义”？ 

答：“自然义”，即首先明“天地人”为一自然之存在，是一存在论意义上之“时空人”。

盖自然之“天地人”，乃是历史何以可能之前提、之基础。自然之时空，自本自根，自行自

化。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处之“天”兼统“地”，正是一自然

之时空。“四时行焉”之“四时”，春夏秋冬也，自然时间也；其“行”，“天行”也，

“天运”也，“天常”也，非人之所能主宰操纵也。“百物生焉”之“百物”焉出？大地所

出也。无所不载之大地，自然空间也。荀子最能发明孔子之自然时空义，曰：“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天”乃自然之时间也。曰：“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

化，风雨博施。”此言天地，此言自然之时空。尤为可贵者，荀子还能对自然之时空予以抽

象之界定，曰：“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

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墨子》、《庄子》、邹衍及《淮南

子》皆谈“宇宙”。《墨子》云：“久（宙），弥异时也；宇，弥异时也。”高诱注《淮南

子》之“宇宙”曰：‘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来今也。将成天地之貌也。”是则“宇

宙”在战国时期，已为一通行之术语，亦可以“天地”而名之，指自然之时间与空间。然荀



子处之天地、之时空、之宇宙，本是一经验论、存在论之概念，非生成论、本体论之概念。

荀子，乃至后之儒家，多不对此一概念作深入之探讨而向上翻转给予其先验或超验之规定。

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故荀子云：“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

不辩，止之也。” 

问：自然义“天地人”中之“人”若何？ 

答：“天地生人”。有自然义之“天地”，复有“自然义”之“人”。然此处之“人”非具

形之人，而是指“人之性”。性者，生之谓也。孔子拈出“性近习远”，不言人性之善恶。

盖人性之概念界定与人性之善恶判定本不相属。人性之自然义，即其本能义、情欲义。人之

所以为人，固非在其自然义之性，然自然义之性却为不可无者。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

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曰：“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又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

同。”是以人之所以能异于犬马、禽兽、鸟属者，非在其有类似于犬马、禽兽、鸟属之本能

与情欲，而在于其既有之，而又独能有或应有孔子之敬养、孟子之仁义、荀子之礼法。人若

无能养、无情欲、无形体，非人矣，无人矣，进而无家、无国、无天下、无历史矣。有生命

能生存，方有生活能生长，方有社会之存在和历史之延续。故自然义之人，是人之所以为人

之载体。 

问：何谓“天地人”之“社会义”？ 

答：荀子曰：“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一无始无终、无

边无际的自然义之天地、之时空、之宇宙，虽可为人所接知、所体验、所抽象，然人亲身感

受活动之小居所，则非如此之广袤无垠与久远悠长。故须将自然义之“天地人”，转化为

“社会义”之“天地人”，以切人之真实的、现实的生命生存生活生长。《礼记·乐记》

云：“事与时并。”盖世间本无脱离时间之事，亦无脱离空间之事。故孟子曰：“以其数，

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数”者，自然之时间也；“时”者，社会之时间也。孟

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亦曰：“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

和。”“天时”与“地利”皆与人事相瓜葛，而成一共时性、同境性之存在。人之所处，此

时间也，此空间也，此时空所限定之此社会场域也。由此，自然义之时空转化为特定范围之

时空，而人亦只需解决特定时空下之自身问题，而不必有“杞人忧天”之虑。“使民以

时”、“不违农时”、“时不我待”、“圣之时者”之“时”，皆切于人事、世事、时事，

为社会义之时间观念也。《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者，是空间范

围之渐次拓展也，是一社会义之空间观念也。进言之，共时性、同境性之时空，乃为历史之

横剖面，是历史之一点。 

问：社会义“天地人”中之“人”若何？ 

答：人为历史之主体，首为社会之主体，即生存于特定的共时性、同境性之时空。抽象之

人、单个之人、本能之人，皆不能组成社会和形成历史，故欲抟成一群体、一社会，人需要

超越其本能义、情欲义之自然义之人性，而具有组成社会之意识、之能力、之品行，即社会

义之人性，包括认知义之人性和道德义之人性。孔子之“智”，已含人性之认知义。孟子

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思”者，亦人性之认知义也。荀子尤能明人性之认知

义，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又曰：“凡以知，人之性也。”

认知之对象，有自然，有人事。儒家之所以为儒家，贵在其注重人事，贵在其探究和规定人



性之道德义。孔子言“性近习远”，至孟荀而分途。孟子言性善，盖欲觉人之一点灵明，置

善于人心，扬善以惩恶。荀子主性恶，盖欲明人之不免私欲，防恶于礼法，惩恶以扬善。孟

子是高昂理想，从高处往下贯以讲道德；荀子是诊治现实，从低处往上走以讲道德。钱大昕

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

人以善则一也。”得之矣。社会义之人超越于自然义之人，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 

问：然则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答：儒家讲论问题，很少给予其以本质性、单一性、强制性规定和概括，而是含有很大有机

性、整体性、包容性。前言及，人性概念之界定与人性善恶本不相属。盖人性是一可分殊之

概念，包含有自然义、社会义和历史义。自然义之人性，天成也；社会义之人性，习成也；

历史义之人性，日成也。故人性之善恶，是一社会义之人性规定，不能取代其前后两义。 

问：何谓“天地人”之“历史义”？ 

答：“天地人”之自然义向社会义再向历史义之转换，首先是自然而然之现象，其次则有转

化深刻彻底与否之别。儒家之转换，乃非但于中国文化流派中，而且亦于世界文化流派中，

最深刻彻底者。曾子曰“慎终追远”，不忘其本而有感怀也；孟子曰“创业垂统”，奋发事

业日为可继也。《左传》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国之“祀”者，左宗庙，右社稷。

牟宗三先生云：“立社稷，即所以尊土毂；立宗庙，即所以尊历史。是则宗庙表时间，社稷

表空间。时间，通而上之；空间，通而广之。合而为一，则示生命之结聚与持续。”《左

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不朽”

者，其彼时空之事而穿行至并遗泽于后世者也。中国古之史书最为发达，其初者，《尚书》

记言，《春秋》载事，皆为垂法后世也。《春秋》为编年之史。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云：“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

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无事亦书，云“元

年春王正月”，此非无意义者，盖表征古人时间不可中断之观念也。时间不可中断，则表国

家民族之历史、之生命不可中断，且必须为其不中断而有大努力。 

问：历史义“天地人”中之“人”若何？ 

答：《尚书》云：“习与性成。”又云：“节性，惟日其迈。”船山注云：“习与性成者，

习成而性与成也。”又云：“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尚书》点出“习与性成”与

“性与日成”，盖意在说明，生之谓性，性本材朴，故生之性本为一躯壳、一器皿，其有待

充实与生成，而后方为社会义之人性。其待充实者，习也；习积之而成性；其使生成者，日

也；日积之而有性。习者，社会之习俗惯常也，空间义也；日者，人生之岁月旦暮也，时间

义也。故社会义之人性，乃是历史地形成者，故亦是一历史义之人性。非但一人之性如此，

一民族之性亦是如此，是为其自性，是为其文化；而此自性与文化，乃是一生命，一气质，

一精神，其变动不居与变化日新者，故亦是历史地形成者。《大学》云：“苟日新，又日

新，日日新。”其斯之谓也。虽然，历史义之人性，非为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

者，而是以基本人性之规定，为种子，为内核，持续地生发生长者，生之又生，生生不息。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其斯之谓也。 

问：作为历史何以可能之规定，儒家之“时空人”或“天地人”，有何基本特色？ 

答：儒家历史哲学中之“天地人”，其自然义者，规模大矣，立意实矣，故能成就我华夏民

族积聚性与延续性之根柢；其社会义者，博厚矣，故能抟成我华夏民族之积聚性；其历史义

者，悠久矣，故能维系我华夏民族之延续性。《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



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

成。”其斯之谓也。 

问：历史何以可能之问题既然解决，则此后儒家历史哲学须作何通盘之考虑？ 

答：前已点出，一民族亦有其自性与文化，其为一生命，一气质，一精神。《大戴礼》云：

“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有

道之长而秦无暴？其故可知也。”依此则知人性与历史强相关也。然此处之“人性”，乃民

族之自性与文化对其自性之形塑与预期。故儒家历史哲学之展开，应重在探讨儒家于历史中

所发掘之大体、之规律、之法则，与儒家寓于历史中之价值、之理想、之观念，进而说明儒

家之历史意识、历史信仰与历史精神之一贯、之脉络、之发展。  

丁、人文与生生：历史之起源与行程 

问：西人描述历史，总对历史之起源、之行程、之归宿，有迫切了解与诠释之愿望。儒家对

此有何见解？ 

答：西人对历史之总体描述，确有此强烈愿望，其表现为“两希传统”，即希腊传统与希伯

莱传统，前者以思辨型、抽象性之概念（如柏拉图之理念、黑格尔之绝对精神），后者以人

格化、主宰性之上帝，作为历史之起源、生发、行进之奠基。要之，二者皆设定一先验或超

验之玄绝体，作为发育、关照、引导和规制历史之本体，人之历史，只是此玄绝体之一层

面、一阶段、一实现。儒家之历史哲学，则大异乎此。盖儒家对历史之理解，就历史之起源

而言，乃是人文史观；就历史之行程而言，乃生生史观。 

问：何谓人文史观？ 

答：人文史观主要相对于神学史观而言，亦须相对于概念史观而言。《易》云：“刚柔交

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

“解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解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天文”即“天之文”，亦即“天

象”，亦即宇宙自然现象；“人文”即“人之文”，亦即“人事”，亦即人类社会现象。

《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曰：“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李贤注：

“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依此可知，“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思即为考察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现象，以教化天下，成全礼俗。故人

文者，即人事、人本、人性、人道也。进言之，人文者，挺立人之主体性也。人文史观即是

以人事、人本、人道、人性之观点诠解和论衡人类社会历史，挺立人之历史主体性。 

问：儒家人文史观之由来若何？  

答：牟宗三先生云：“古有‘人文化成’之成语，此可为儒家人文主义之确界。”唐君毅先

生云：“《易传》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当是指周代礼乐之盛所表现之人文中

心的精神。”中国古人之人文精神，从西周到战国，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已由三种形式得以

表现：“人的精神，从神的手上解放出来，于是人用心的重点不是神，而是人的行为。”

“神为人而存在。”“生命的庄严。”故吾人可谓，在西周至战国期间，儒家之人文史观已

大体厘定。船山云：“法备于三王，而道著于孔子。”故吾人亦可进谓：孔子前之古人多本



于神学史观，而孔子后之古人则多本于人文史观；古人人文史观之确立，实以孔子为枢轴和

转折。 

问：儒家人文史观之表现若何？ 

答：其要有三，一曰征诸天道，一曰本诸人道，一曰假诸神道。 

问：何谓征诸天道？ 

答：征诸天道，即以天道诠解和论衡人类社会现象与历史。天道之天者，自然之天也。冯友

兰先生曾谓：“孔子之所谓天，乃一有意志上帝，乃一‘主宰之天’也。”此说非确。《礼

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之淫祀，尤见先民确曾有一上帝、

鬼神之崇拜。孔子为殷之遗民，不能不受殷商传统文化之影响。故孔子思想中确有主宰性、

人格化之上帝、鬼神之思想遗存，如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获罪于天，无

所祷也。”然孔子之天，主要为一自然之天，故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又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帝尧之所以“不与焉”，是因天道自有其本然和应然

之规则，如同宇宙自然之存在和运行。故孔子之天，要者不含主宰性、人格化天帝之意，它

只是一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之自然本身。（详见拙文《唯天为大：孔子天命观试论》）孔子

把天界定为自然宇宙之天，破除其神秘性，给其注入更多以理性、人文之蕴涵。无主宰性、

人格化之天、之上帝，则无“创世纪”之传说，无天地剖判之臆想。故孔子上推历史，维断

自尧舜；史公撰写《史记》，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至于吾先民之起源、历史之起源，则无意追

究，而是付诸阙如，盖洪荒已远，文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详见拙文《孔子人文

史观辨证》）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实乃后人不经之臆造也。 

问：何谓本诸人道？ 

答：古之谚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有常而不与人事，人事无常而须副天道，故

需尽人事而听天命。由此，天道退居其次，而人事首出，人道凸显。故儒家重人事，开人

道。《尚书》云：“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孔子谓：“天地之性人为贵。”

弃人而信鬼神，是为惑乱而不识大体。故刘知几曰：“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

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儒家所开之人道，至简至大至高至明，一言以蔽之，曰“仁”。故

孔孟荀皆曰仁者爱人；《中庸》直接点出“仁者人也”；孟子进谓：“仁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是故“仁”乃为人之道，无仁、非仁、麻木不仁，即不是人，徒具人之形而

已。《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莫不有其本，

本立而道生。“人”或“仁”之本，即为“孝悌”。故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仁”二字，古之诠说多矣，其要，或以为“为人”，或以

为“行仁”。吾谓“为人”与“行仁”，其义一也。有人斯有本，有本斯有道，“孝悌”乃

“为人之本”。“为人”与“行仁”，非难也，而难于不为。故孔子曰：“为人由己，而由

乎人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故儒家尤重“一体之仁，一心之转”。人非生而必仁，

然须欲仁，向仁，近仁，行仁，成仁。成仁者，成己也，非成人也。成仁者，方可成人成

物。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道者，恢弘人之道也。恢弘人之道者，挺立人

之主体性也。（详见拙文《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试论》）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者，日进无疆而向仁迫近也。儒家立言讲道，立极垂法，乃至种种思



想理论、礼法制度，皆本乎此，源乎此，归乎此，未有离仁而谈道之儒家者也，斯谓之本诸

人道。 

问：何谓假诸神道？ 

答：天本自然，然其有命矣，是为天行、天运、天常，是为天命。故朱子曰：“天命，即天

道流行而赋予物者也，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天命虽非深妙，然上学下达，上知天命，

下应人事，以达至于天人合一之境，则非人人欲为，亦非人人能为，甚至是虽告之而不为。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知天命则悖天

逆理，乱法无常。故须对“小人”之破坏性予以制肘，以引导其向善行仁。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者，圣人神道设教是也。《易》曰：“观天之

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端在于治民，故孔子曰：

“使民如承大祭。”荀子亦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

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

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又曰：“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

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故神道者，始终为一用，用于民，用于世，而非大本大源者

也。由此可知中国民间社会多有各种天帝崇拜与鬼神传说之原由。 

问：人文史观相对于概念史观若何？ 

答：儒家之理念，其所由来之特色，在于由低往高走，即本乎人而发议论，于平实处见真精

神，亦即人文、人本、人道、人性之精神。此人者，生命生存生活生长中之人也。以仁例

之，则仁之发，本于情。无情则不实，不实则不诚，不诚则不信，不信则不行。故仁乃以个

人之亲身经验和真实情感为中心，将己之情与爱由己推人，由近推远，由内推外，环环扩

展，成一由己之情与爱为中心向外发散放射之同心圆，并与他人之同心圆交叠，构成稳定和

谐之社会秩序。故仁虽是一理念，其要则为两人相偶而力行。非知不足行仁，非行不足成

仁。故儒家乃先有人，而后有理念。而西方，是先有理念，而后由人。如柏拉图之“理

念”、亚里士多德之“形式”、黑格尔之“绝对精神”等，皆以一绝对之理念为发论之极，

由上而下，笼罩一切，抽象玄绝，圆满自足。故其难以以人为中心而诠释和理解人之历史，

而不得不把历史目为“理念”之展开、之行程、之体现。进而言之，上帝者，亦一“理念”

也；“理念”者，亦一上帝也。 

问：何谓生生史观？ 

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天地生人，生

只是生，生本无由，亦无须所资。世间万事万物有生斯有本。本者，有生成发育也，作为其

延续者和继承者，不应忘本，不能忘本。儒家对人之本采取敬畏与尊重之态度。《礼记》

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儒家重敬天而法祖、慎终且追远。重本，非决然之崇古

非今，而是由本而发，创发美好之可能，达以延续个体和族群生命而至于理想之境地，此是

为生生史观。生生史观之第一个“生”字，为名词，指已生成即存在者，亦即历史和现实；

第二个“生”字，为动词，指继续发育生长者。后一“生”源自前一“生”，即现实和将

来，都是又历史而生成，而且是生之又生，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大学》云：“苟日新，

又日新，日日新。”《易》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大戴礼》云：“天地

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

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生与生之间，构成一条不可间断之历史之流，奔腾不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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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止。业师张立文先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体，认为生命不止，历史不息，曰：

“生命历史就是历史的生生不息之途，生命历史学就是关于此历史生生不息之途的学问或学

说。”生生史观，乃是对历史行程之判定与解释。生生而有历史，故历史能生生而无中断，

无突变，无覆灭。 

戊、崇古与维新：作为已然之历史（待补） 

己、仁政与教化：作为实然之历史（待补） 

庚、大同与文化：作为应然之历史（待补） 

 

                              乙酉年仲夏王达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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